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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乌托邦主义将人工智能等技术塑造成解决社会问题的终极方案，但这种论述往往

弱化了对生产关系和制度性矛盾的关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辩证批判了拉萨尔主义的机会主

义倾向，揭示其对生产关系的忽视和对社会矛盾的简化。技术乌托邦主义将复杂社会关系简化为技术参

数的主张，与拉萨尔主义将“公平分配”作为社会改造核心的唯心史观形成跨时空呼应。基于马克思对

拉萨尔主义的批判，进一步揭示技术进步必须与社会变革紧密结合，对避免重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框架内寻求解放”的理论陷阱至关重要。 
 
关键词 

技术乌托邦主义，《哥达纲领批判》，阶级分析法 
 

 

Analysis of Technological Utopianism from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Insights from Rereading 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Baixue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Received: August 30, 2025; accepted: September 20, 2025; published: October 10, 2025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echnological utopianism portrays technologies like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as the ultimate solution to social problems, yet such discourse often downplays attention to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495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495
https://www.hanspub.org/


张白雪 
 

 

DOI: 10.12677/acpp.2025.1410495 35 哲学进展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In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Marx dia-
lectically criticized the opportunistic tendencies of Lassalleanism, exposing its neglect of produc-
tion relations and simplific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assertion of technological utopian-
ism—reducing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 to technical parameters—echoes across time with the ide-
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found in Lassallean thought, which centere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n 
“equitable distribution.” Drawing from Marx’s critique of Lassalleanism, it becomes crucial to fur-
ther reveal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ust be inextricably linked to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insight is vital to avoid repeating the theoretical trap of “seeking libe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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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加速更新，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大相径庭。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新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也深刻重塑了劳动关系和社会

互动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转型。这种转型虽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却进一步复杂化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其变得更加隐蔽。西方左翼学者为了减轻对工人的剥削，不断探寻替代资本主义

的方案，他们寄希望于技术的创新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带来社会的理想化转变。如福克斯“以

马克思异化理论和霍耐特物化理论为基础，建构了富有特色的‘数字异化矩阵’，揭示异化现象广泛存

在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各个领域”，([1], p. 140)对此，他提出通过数字工人的联合来抵抗资本，实现数字社

会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化应用，然而，福克斯主张带有一定的乌托邦

色彩，并表现出技术乌托邦主义倾向。这一观点忽视了技术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从技术进步

的积极影响来讨论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脱离了“技术由谁掌握、服务于谁”的问题，忽略了社

会结构和阶级利益冲突这些深层次问题。马克思批判思想提醒我们，任何社会主义的建设方案若不能触

及根本，都可能只是表面功夫，无法有效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矛盾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因此，在

当前技术乌托邦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背景下，重新审视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尤其是他在《哥达

纲领批判》中提出的批判方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为理解和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形态的深刻变

革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2. 《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批判 

拉萨尔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拉萨尔强调通过国家帮助建

立生产合作社等方式实现工人解放，这一看似直接关注工人经济利益的主张在当时部分工人中引起了共

鸣，其分配理论对公平和美好生活的憧憬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工人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而另一方面，

拉萨尔主义对“分配决定论”和“国家帮助”的天真幻想使工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根本方向，它

将工人斗争的焦点局限于既有制度的改良，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这种本末倒置的做

法使得工人运动难以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问题，延缓了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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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拉萨尔主义的产生过程 

19 世纪中叶，德国处于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政治上普鲁士主导的统一进程逐步推进，

但在经济与社会结构上仍落后于西欧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表现出迟滞性。一方面，新兴产业快速

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封建残余依然存在，社会矛盾复杂交织。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的格局不仅推动了工人阶级走向独立政治运动，同时也造成了理论分歧与组织分裂。19 世纪 60 年代宪

法冲突激化，各阶级纷纷建立政党以维护自身利益，工人阶级亦开始探索独立政党的道路。莱比锡委员

会等工人组织试图通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实现政治独立，其斗争方向在总体上契合无产阶级独立运

动的原则。然而，受限于理论水平不足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传播受阻，工人阶级在纲领性主张上

缺乏清晰认识。与此同时，拉萨尔的《工人纲领》因易于传播而在工人中产生较大影响，莱比锡委员会

遂选择与拉萨尔建立联系。于是，1863 年拉萨尔以《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

开答复》介入德国工人运动，其机会主义倾向亦随之显露。他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

是由“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要废除这个规律，就必须通过争取普选权，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

社”。而想要争取普选权，就必须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和平合法的宣传活动。作为第一主席，拉萨

尔以空想国家社会主义观念为核心，试图通过妥协来争取政府的支持，用和平、合法的途径来改善工人

的生活条件，实现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诉求。然而，这种妥协性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在一定程度

上打击了工人的斗争精神。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传播，部分先进的德国工人逐渐抛弃拉萨尔主义。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

为代表，他们于 1869 年 8 月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但在德国统一之后，当局政府对工

人运动的严厉镇压使得两派合并成为必然。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支持合并以壮大工人力量，但两派协商

过程中，爱森纳赫派未能坚持原则，最后屈服于拉萨尔派，拟定了充斥着拉萨尔机会主义色彩的《哥达

纲领》草案。马克思对此批评道：“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

判”，[2]并于 1875 年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但该文当时仅在党内学习传阅，直到 1891 年，在俾斯

麦政府的镇压与机会主义产生影响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恩格斯才将其公开发表在《新时代》上。 

2.2. 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拉萨尔主义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忽视 

《哥达纲领》草案在论及“劳动”和“公平分配”时，都脱离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关键问题。草案

中的表述以抽象、含糊的概念将劳动绝对化，他们强调“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并据此主张

“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3], p. 357)这一表述在逻辑上将劳动

作为社会改良或再分配的直接着力点，但并未将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与生产组织形式纳入同一分析框架

中。诚然，马克思在其论述中充分肯定劳动的价值和作用。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

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然而

对于草案中的表述，马克思强调劳动并不是孤立且万能的，它“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同自

然界其他力量一样，仅仅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如果没有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人只靠自己的劳动并不能

凭空创造出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或特定阶级手中，甚至劳动本身也成为

商品，工人创造的价值不会自发地回归劳动者，而是通过既有的产权结构和分配机制，被生产资料所有

者占有。威廉·配第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拉萨尔关于劳动的表述，仅仅只看到

了劳动在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生产资料的作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任何一种社会形

态中，生产资料始终由特定阶级所控制。掌握着生产资料的阶级，不仅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分配

过程中也充分体现其意志。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

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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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3], p. 357)这说明，劳动只有与生产资料

的社会化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劳动者与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 
与将劳动抽象化相类似的是，他们同样略过生产关系试图将实现社会公平的着力点置于分配规则本

身。对此，马克思指出他们对“公平分配”的设想是虚无的。不管是从草案中对“劳动所得”这些概念的

模糊应用，还是从简化社会运行方式而提出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来看，拉萨尔主义者都在孤立地

看待分配问题，将其从生产方式中剥离，忽视了生产关系在分配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它没有将生产资

料的所有制关系与生产组织形式纳入同一解释框架，从而把分配问题孤立化为一个技术性或法律性问题，

而非制度性问题。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

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5], p. 16)换言之，分配格局并非自发生成；若不改变

生产资料的占有格局，仅靠重新设计分配规则，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财富的生成与归属关系。此外，“公

平”作为价值判断本身就具有阶级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认为其通过剩余价值的方式获

取的利润解释为合法收益，而工人阶级则往往将同一分配视为剥削的表现。因此，如果忽视物质生产资

料归谁所有这一前提问题，仅把注意力聚焦于如何分配最终产品，容易陷入形式主义，以法律或措辞上

的“平等”掩盖对生产关系的实质性规整，也无法触及到真正的社会矛盾。再者，纲领所设想的“不折不

扣的劳动所得”在现实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也难以成立。社会总产品在分配为最终消费之前，必须先扣

除维持生产再生产和公共开支等必要项目，而扣除这些必要项目后，能够分配给劳动者的部分并非所谓

的“全部劳动所得”，而是经过再生产结构调整后的剩余，是“有折有扣”的结果。因此，忽视这些再生

产与维持性支出的考量，会使对“劳动所得”的理想化表述脱离现实经济结构。基于上述理由，马克思

认为，仅靠对分配规则的修饰无法替代对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的实质性重构。 

2.3. 从阶级分析法看拉萨尔主义对社会矛盾的粉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 p. 31)每一历

史时期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构成了该时代政治和历史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分析某一

阶级的政治态度时，揭示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尤为重要。《哥达纲领》草案提到“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

级所垄断”，并将工人阶级的贫苦归结于这一原因，却在表述中弱化了土地所有制的作用，将在当时德

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贵族地主阶级置身事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遗漏并非单纯的理论疏忽，而更

可能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拉萨尔主义者在拟定纲领时回避对地主阶级的批判，希望为争取普鲁士政府

的支持留出空间。这种依赖国家改良政策的策略，实际上削弱了对现存权力结构的根本挑战，也难以为

工人阶级争取到真正持久的利益。 
此外，纲领草案中还指出，除了工人阶级，“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5], p. 17)这一笼统

的表述实际上将农民阶层与其他特权阶级混为一谈。然而，从社会现实来看，农民长期受地主阶级的压

迫，他们在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具有一定的革命潜力。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

出，工人阶级的解放不仅仅是城市工人的事业，也需要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工农联盟可以在削弱封

建制度、抵抗资本主义剥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由此可见，《哥达纲领》草案对农民阶层作用的否定，

反映出拉萨尔主义在社会矛盾分析中的局限性。他们对德国社会阶级的划分过于简单化，并未充分认识

到工农联盟在推动制度变革中的积极作用。这种立场实质上削弱了工人阶级争取更广泛社会力量支持的

可能性，使纲领更像是一种服务于现实政治妥协的策略性文本，而非面向社会结构变革的理论纲领。更

甚者，他们为了讨好普鲁士政权而污蔑农民为反动派，这并非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封建专制主义

者的立场。 
除此之外，纲领草案中所提出的废除“铁的工资规律”也并非真正立足于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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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规律”几乎完全承袭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按照这一观点，工人的工资水平是由人口数量所决定

的，贫困的根源被归咎于人口过剩，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种解释实际上转移了矛盾，把资本对劳

动的结构性剥削遮蔽起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新强调了工资的本质，他指出，“工资不是它

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5], p. 22)
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被剥削的本质，并指出工人的贫困并不

是人口压力的必然结果，而是资本与劳动关系中剥削机制的产物。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组建

自己的政党，将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共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自身解放。在政治层面，拉

萨尔主义对国家角色的理解同样存在问题。他们持有超阶级的国家观念，主张国家作为一个中立的机构，

应服务于所有阶级，成为一个超越阶级利益、实现社会和谐与公正的“自由国家”。马克思曾指出，国家

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两大阶级的利益矛盾无法调和。资本家通过对工人

劳动的剥削获利，而工人则依靠斗争来争取自身利益。因此，拉萨尔关于“自由国家”的构想是一种理

想化的想象，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权力的阶级性。国家在实践中往往服务于既得利益阶层，而非

全体成员。 

3. 技术乌托邦主义及其与拉萨尔主义的相似性分析 

技术乌托邦主义发轫于 19 世纪圣西门的技术治国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则演变为强调技术自主性

的社会改造理论。技术乌托邦主义将技术视为一种超越社会关系的纯粹生产力要素，主张依靠技术进步

就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化解社会矛盾，并最终构建理想化的社会秩序。当代技术乐观主义者凯文·凯

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提出“技术元素”概念，认为技术不是外在于生命的工具，而是生命演化的延

续，并赋予技术以内在的“欲望”——推动复杂性、多样性与美感的增长。在他看来，“多一点技术比少

一点总是更好”，[7]技术进步本身蕴含解放的可能性。换言之，这一思潮本质上是以技术决定论为逻辑

前提，从而在分析中遮蔽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阶级利益对立的制度性矛盾。弗莱德·特纳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新左派政治崛起，人们普遍信仰“改革”，对于打破社会等级秩序充满热忱。([8], pp. 4-9)技术

由此被视为打破传统社会结构、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这一思潮在当代数字化和智能化社会中得到

了广泛的传播，其核心理念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环境危机等问题都将逐步迎刃而

解。然而，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过度依赖技术手段来构建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

矛盾性，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危害。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提醒我们：“手推磨

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9]这一论断表明，技术的作用并非孤立

存在，而是始终嵌入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之中。技术本身不能独立推动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才

是决定性的背景。尤其是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去中心化系统的兴起后，技术的发展似乎并未带来预期

的社会变革，反而可能强化集权模式。批判理论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这一问题。马尔库塞在《单向

度的人》中强调“技术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10]表明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当代工业社

会经济–技术的协调是通过既得利益对需求的操控而实现的，即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往往强化统治逻

辑，而非自动实现解放。温纳同样强调，“技术影响了代表权力和权威的实践和机构，而它们很快成为

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新的机器或系统产生出来会给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带来更多的利益。”[11]因此，技

术选择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选择，它们同时也是社会与政治的选择，不能被视为价值中立的工具。 
综上，技术乌托邦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它将技术理想化为一种万能手段，却忽视了制度结构与生

产关系的约束作用。技术只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不具备化解不平等与社会矛盾的能力，只有当技术与

制度性变革结合时，其潜在功能才能得到真正地发挥。从这一点看，技术乌托邦主义与《哥达纲领》草

案具有内在的相似性，二者都倾向于抽象化某一单一因素，或是劳动，或是技术，并据此寄望于社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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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却未能正视生产关系的作用。这种思路在理论上容易滑向形式主义，在实践中则可能遮蔽社会矛盾

的根源。 

3.1. 技术乌托邦主义对“技术”的吹捧 

像拉萨尔主义者将“劳动”抽象化、赋予其超越性意义一样，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往往倾向于把“技

术”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他们秉持一种对技术的绝对乐观态度，认为技术进步能够成为化解各种

社会矛盾的“万能钥匙”。这种过分依赖单一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构想，本质上是一种空想主义。这一

逻辑在生产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自动化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确实在某种程度

上被机器所取代，表面看来工人的劳动条件有所改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因劳动形式和生产资料

占有差异而产生的对立随之减少，由此引发了“技术减少阶级对立”的乐观判断。雷·库兹韦尔在其《奇

点临近》中提出“加速回报定律”，预测到 2045 年将实现“技术奇点”，届时人机融合、超级智能兴起，

显著扩大人类智力与寿命，并详细阐述人机融合如何彻底改变人类存在方式，引领未来进化路径。[12]但
以古鉴今，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必然带来劳动者地位的提升。18 世纪从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生产的升级，

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甚至不升反降。工人在新的生产体系中更多地是沦为机器的附庸，资产阶级借由技

术升级进一步扩大对劳动的控制，甚至出现雇佣童工、女工造成社会失业问题，工人越来越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这表明，两个阶级的利益对立并不会因技术进步、体力劳动减少而自动消弭。 
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上，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寄希望于技术创新能够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实现

财富增加和相对公平的分配。如今，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催生了众多新兴产业形态和就业机会，但由此产

生的财富高度集中也十分显著。互联网巨头企业积累了巨额资本，少数投资者与创业者获得了巨大收益，

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却相对有限。这种差异说明，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量收益并未在社会中均衡分配，

而是主要集中在少数资本所有者与投资者手中，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可能进一步扩大。以互联

网产业为例，平台型企业的崛起创造了巨额资本，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相对有限，社会总体的贫富

差距甚至出现扩大的趋势。正如特纳指出，像 Facebook 这样的平台，尽管声称去中心化，却在某种程度

上仍然强化了大公司的控制力。技术的去中心化并未真正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反而有可能使这些结构

更为隐蔽且强大，压制了真正的社会变革力量。 
对于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同样将希望寄托于新能源与环保技术的突破。他们认

为，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能够有效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从而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的协调。诚然，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技术在近年来取得显著进展，但其研发和应用往往也需要大

量的资源投入，并可能产生新的环境负担。换言之，技术本身并不能消解环境危机，反而可能在新的层

面上制造矛盾。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并非物质工具本身，而是一种揭示世界的方式，即“构架”。

现代技术通过构架，将世界视为“待命资源”，阻塞其他可能的真理呈现，从而威胁人的自由本质[13]。
同时，他还指出，技术本质具有“危险性”，但也蕴含“拯救力量”，而人在认知其构架本质后，可能获

得重新审视与自由的空间。海德格尔的思考提醒我们，要警惕技术对人类存在和自然界的潜在威胁。我

们需要平衡好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追求技术与自然、技术与人的和谐共存。 
技术乌托邦主义往往忽视了技术推动社会发展背后的复杂社会经济关系。技术是把双刃剑，能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其中所嵌入的制度和权力结构。正如特纳指出：“技术使这种传播架构成为可能，

但让这种传播架构有利可图的，却是经济的力量。也就是说，至少在美国，大公司对于利润的追求是技

术得以发展和应用的主要动力。”([8], p. 7)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发展往往受到资本逻辑的驱动和约

束。由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技术应用的首要目标往往是提升生产效率与资本回报，而非改善劳动者

的处境或促进社会平等。综上，技术乌托邦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对技术的绝对化理解。它在逻辑上过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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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技术作为独立变量的作用，却忽视了技术始终嵌入于特定社会关系与制度结构之中。技术应当被理解

为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工具，其功能取决于特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条件，而非一种超越制度结构的

普遍解决方案。只有在与制度性变革结合的情境下，技术才能真正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 

3.2. 技术乌托邦主义对社会变革的错误认识 

在《哥达纲领》草案中，拉萨尔主义者用模糊化的概念弱化阶级矛盾，夸大劳动的作用却回避生产

资料所有制问题。他们简单认为，争取到普选权阶级矛盾就能通过选票化解，工人的权益由此便能得到

保障。这些设想都忽略了阶级立场的决定性作用，将阶级冲突化约为一种可以通过制度妥协解决的矛盾。

其逻辑是希望依靠国家的让步与权力结构内部的调整来改善工人处境，但这种寄托于外部施予的思路在

本质上意味着阶级意识的弱化。无独有偶，技术乌托邦主义在当代语境中延续了类似的思维模式，它同

样把社会变革寄托于单一的外部力量——技术革新。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前沿技术被描绘成消弭阶级差

异、缩小财富差距的“灵丹妙药”，却刻意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他们以技术的飞速发

展为基石，描绘了一幅令人憧憬的理想社会蓝图。在这个设想的社会中，阶级差异将被彻底消除，贫富

差距也将不复存在。实则不然，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表明，这种设想缺乏制度层面的支撑。谷歌、

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实践清晰表明，当算法工程师凭借高技能劳动获得百万年薪时，平台零工劳动者正

为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抗争；当特斯拉的市值屡创新高时，其工厂工人仍在争取组建工会的权利。

这些事实说明，技术革新并未带来阶级差异的消除，反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催生出依托技术垄断

的新型精英阶层。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由少数资本所有者掌控，这是导致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压迫的根本原因。

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也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经济结构，相反，它往往被资本力量利用来进一步巩固既有的权

力关系。自动化设备原本具有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工作条件的潜力，但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却常被转化为

“裁员增效”的工具；数据资源在理论上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却在实践中沦为科技寡头攫取超额利润

的手段。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发展方向往往是为了满足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求，而不

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种技术异化现象的根本症结，在于技术革新始终被禁锢在资本增殖的

闭环之中。算法优化为平台经济创造追求超额利润的机制，自动化设备演化为提高剩余价值剥取效率的

精密工具，数据资源则异化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新型生产资料。换言之，技术的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

被资本逻辑所塑造。要突破这种技术发展的资本桎梏，需要在制度层面对资本与技术的关系进行重新规

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

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14]这一

论述为如何在资本驱动下引导技术朝向更具社会效益的方向提供了启示。当技术创新不再单纯被视为资

本增殖工具，而是被嵌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框架之中，其积极潜能才能真正释放出来。自动化

技术才能用于缩短劳动时间而非制造失业，人工智能才能发挥辅助决策和服务社会的作用，而非成为劳

动者监控和压迫的数字化装置。归根结底，技术发展所能产生的社会效益，取决于“为了谁而创新”这

一根本问题的制度性回答。 

4. 《哥达纲领批判》对批判技术乌托邦主义的启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展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当下批判技术乌托邦主义提供了重要

启示，展现出了其跨越时空的重要价值。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一视野下，技术被理解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而其社会作用

取决于生产关系、制度安排的互动。若缺乏制度性的约束与引导，技术发展不仅可能会加剧现有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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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甚至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加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分化。因此，在分析技术乌托邦主义时，我

们必须深入考察其对技术进步的片面认知，警惕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避免重蹈拉萨尔主义对社会问题

简化处理的覆辙。 

4.1. 辩证看待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社会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技术既是生产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时也深深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中。技术乌托邦主义却片面夸大技术的自主性和积

极效应，忽视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呈现的双重性。他们过于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积极作用，忽视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根源，以及技术发展带来的其他问题，如信息爆炸、网络诈骗、隐私泄露等。

社会变革因而不能仅仅依赖技术的线性进步，而是一个涉及多方力量博弈与制度重构的复杂过程。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既得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放弃统治地位和利益，而无产阶级亦不能仅依赖“外在手段”。

技术乌托邦主义所忽视的，正是阶级矛盾在社会转型中的基础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克里斯

蒂安·福克斯曾设想利用数字技术对抗资本主义，他设想的“数字工人联合起来”，以集体行动对抗资

本主义的数字垄断。但这一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乌托邦式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正如孙昊鹏在其

文章中所指出的，福克斯的构想本质上也是一种“空想”，他表明“即使数字工人的全球罢工能扰乱互

联网巨头的运营策略，也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的根基”。([1], p. 147)总而言之，真正社会变革

是一个繁杂、长期的进程，仅仅寄希望于“国家帮助”和“技术进步”都不足以实现社会解放。唯有将技

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应对资本逻辑下的结构性矛盾，并推动技术真正转化为服务于人

类福祉的力量。 

4.2. 技术的作用发挥依赖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 

技术进步固然可以提升生产力，但技术的作用并非独立于社会结构而存在，其本质上是嵌入在现有

生产关系中的。即便技术可以推动生产力发展，但如果不触及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矛盾，技术进步仍然无

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推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

也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

力还要多，还要大。”([6], p. 36)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这些新生产力往往被用来强化资本的支配，大

机器生产不仅没有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反而成为加剧剥削与不平等的工具。这一逻辑在当代同样存在。

自动化技术的普及使大量重复性劳动被机器取代，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就业岗位的减少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则为资本提供了更加隐蔽的控制方式。以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实例来说，网约车司机、

外卖员都是数字技术发展的新产物。平台技术在表面上为劳动者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算法调度的运

作机制却导致劳动者被高度时间化的约束所支配。骑手往往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多个订单，时间压力

不断加剧，从而使劳动者处于持续的紧绷与高强度劳动状态。“资本对时间效率的竞逐带动了整个社会

生产部类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同时也使得全体劳动者都陷入这种时间的困局。”[15]因此，技术的社

会作用并非单向度的积极力量。它既可能改善生产条件，也可能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被转化为新的剥削

工具。若不从根本上变革生产关系，仅依赖技术进步来化解阶级矛盾与社会不平等，终将陷入理论与实

践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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